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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查扣不法所得制度，在近一年來陸續推動查扣專責機制及扣押物偵查中急速變價機制，成果豐碩。於2012年5月間，美國司法部、澳洲聯邦檢察總長辦公室、印尼洗錢防制中心以及世界銀行，共同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為期5天之第三屆亞洲資產沒收與金融調查國際研討會。本報告係由我國與會代表共同撰寫而成，內容包括：查扣資產所得之國際合作、非定罪沒收、有關查扣犯罪所得技巧之精進、各國查扣經驗分享等議題，以提供國內先進與同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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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說

第一節  主辦機構

本次會議之主辦單位為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之「海外檢察發展、協助與訓練處」（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Overseas Prosecutor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Training），協辦單位則為澳洲聯邦政府司法部（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印尼金融情資中心（Indonesia Financial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d Aanalysis Center,INTRAC/ Indonesian FIU 印尼文稱Pusat Pelaporan dan Aanlisis Transaksi Keuangan, 簡稱PPATK/）。並由荷蘭王國（the Royal Kingdom of Netherlands ）予以部分贊助。另本次會議的籌備工作及海外講者的安排與聯繫事務，係由曾任美國聯邦檢察官之美國司法部派駐印尼大使館參事兼駐在地法律顧問（Residential Legal Advisor）Mr. Terry M. Kinney負責，亦即，本件會議主要透過美國國務院駐外單位及司法部兩大系統進行。
第二節  出席成員

本次出席國包含美國、澳洲、印尼、臺灣、中國大陸、荷蘭、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東蒂汶、汶萊、孟加拉、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澳門、香港、寮國、柬埔寨。其中，土耳其、中國大陸及汶萊為首次參與本會議。就出席成員而言，本次會議並非以各國FIU成員為限，反呈現相當之多樣性，同時包含法官、檢察官、國際警察、中央銀行、各國金融資訊中心（FIU）等。其中，印尼因屬地主國，其參與成員眾多且來自不同領域，包含法官、檢察官、印尼司法警察、印尼國際刑警、印尼反貪污局、印尼金融情資中心，甚至印尼大學教授等不同機構成員參與。

第三節  會議形式

本次會議假印尼雅加達四季飯店舉行。其會議乃包含兩種型態，其中一部份乃委請專家演講簡報，另一部份則由有請各與會團報告各國查扣犯罪所得領域發展現狀。同前兩屆研討會，雖以會議（conference）為名，其實是密集的實務問題研訓班，會後並發給每位與會者一份結業證書。

第二章  本屆會議主要議題

第一節 查扣犯罪所得之國際合作

第一項   查扣犯罪所得之國際標準

一、簡述

因國際金融之興盛，金融資產在數秒內即可於國際間自由轉移。因此，犯罪集團利用國際金融之便利性，不可避免地成為跨國性犯罪集團。而成為跨國際化犯罪，對犯罪者而言，有下列誘因：第一，將犯罪所得在各國間轉移，可自然形成查緝上之斷點，而有效隱匿其資金來源及取向。第二，將犯罪資產移轉海外，可方便海外共犯自由享用或供犯罪者將來自行享用。第三，將犯罪所得移轉海外，尤其是移轉至法令管制寬鬆之法域，有助於將來在該地以各種形式將犯罪資產予以漂白。就國際標準而言，1998年針對防制毒品走私之維也納會議，1990年針對防制洗錢及查緝犯罪所得之史特拉斯堡會議，2001年針對打擊國際犯罪組織之巴勒摩會議，2003年針對防制貪污之梅里達會議，均有相當程度之共識及決議。

二、FATF與FATF標準

有關各國防制洗錢措施標準最為重要國際組織，仍應為「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簡稱FATF），該組織成立於1989年在全球7大工業國會議，被賦予之責任為建立反洗錢及反資助恐怖主義活動之國際標準。具有FATF性質之地區性防制洗錢組織，如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之（Asia Pacific Group ，簡稱APG）即。 FATF之任務為審核反洗錢及反資助恐怖主義活動之技巧與措施，提昇全球反洗錢及反資助恐怖主義措施之採行與執行，及監視會員國執行必要措施之進展。特別值得一提者，FATF於2012年修正其編定新標準，稱為新「FATF40」，其中建議標準第37項係有關司法互助，建議標準第38項係有關查扣犯罪所得之司法互助，建議標準第40項係有關其他形式之司法互助，均為重要之查扣犯罪所得之國際標準建議。FATF現有2個地域組織、8個區域型防制洗錢組織，且目前已有超過180個司法管轄區域採用其所制訂之有關反洗錢之國際標準。另就APG現狀而言，其目前現有41會員國，且其遍佈亞太地區，又其前次年會，與會者高達350人，顯然為相當活躍之防制洗錢之國際組織。

三、建議標準達成率之評估

FAFT除設立建議標準外，亦積極進行其會員國是否達成所設定標準之提供工作。就亞太地區各國（樣本數：37國）對洗錢防制標準之各項評估而言，就各國是否有效對洗錢犯罪為有效起訴一事，其評估結果如下：有2國未達成，24國部分達成，11國大部分達成，0國完全達成。而分析亞太地區國家此部分表現不佳之原因，主要在於：（一）與其前置犯罪之起訴數量相對而言，其洗錢犯罪之起訴數量根本未達其合理比例。亦即，各國對於洗錢罪之前置犯罪如：貪污罪、走私毒品罪雖有相當之起訴數量，但對於其所常伴隨衍生之洗錢犯罪則起訴數量甚微而不成合理比例。（二）洗錢犯罪之成立，必須以其前置犯罪被定罪為前提。（三）某些前置犯罪因定義不精確而有根本未有效實質施行之可能。第二，就各國是否有效進行犯罪所得之查扣一事而言。

四、FATF建議標準之變革

國際洗錢防制體系之發展，有其重要里程碑：首先，在西元1980年代，因製造毒品及運輸毒品業已成為世界共同問題，聯合國遂於1988年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並隨即於1990年代，成立FATA並設定國際標準，並推出「FATA40」之防制洗錢犯罪國際標準，並陸續成立轄下各區域性組織，包含APG。後於2001年9月間，復針對資助恐怖行動部分，增列8項特別建議標準；並針對散裝現金走私者，增列9項一般建議標準。因此，其形成「FATF40加9」之一般標準及FATF8項特別標準之並立結構。後於2009年復開始檢討上開建議標準之合理性，並於2012年2月公布新修正國際建議標準。本次國際建議標準之主要修正如下：

（一）體例變更

在體例上，為求規範安排更具邏輯性，遂將上開「FATF40加9」之一般標準及FATF8項特別標準之並立結構，統整為全新單一「FATA40」結構。第二，就實質內容而言，其高度政策（High Level Policis）並未改變，然就技術面則有相當之變更。

（二）引進風險評估取向（Risk-based Apporch）（R1）。

其基本精神為各會員國均應自行評估其國內發生洗錢活動之風險高低，而針對高風險活動予以高度管制，針對低風險活動則予以低密度管制。之所以強調風險評估取向之觀念，可使各會員國針對其高風險活動予以高度有效管制並進而為其政府資源之合理配置。

（三）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之增加

將重大稅捐犯罪亦列入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tax crimes as predicate offences）（R3、R4）。又其所何謂重大稅捐犯罪則委諸會員國自行決定。

（四）所謂高知名政治人物之範圍擴大（R12）。

擴張高知名政治人物（political exosed person，簡稱PEP）之範圍，就現行國外高知名政治人物部分，仍繼續就其可疑交易為高風險監控，並將其規範範圍擴張至國內高知名政治人物及國際組織高知名政治人物。另外，就高知名政治人物之家屬及緊密聯繫人士亦同樣適用其高風險控管。

（五）法律架構之識別度增加

有關於識別法人與法律安排(legal arrangements，如：信託)之實質受益人之相關措施將更細緻化。（R24、R25）。

就法人（如公司而言）而言，即要求公司需予以註冊登記，且對於公司實質擁有者資料亦應在登記資料中，且該國於有必要認定公司實質擁有者時，需以上開註冊資料為依據。就法律設計（如：信託）而言，受託人需確實取得並保存其實質受益人資料，且受託人以受託人角色取得財產時，亦需明確表明其僅係受託人身分。如是，則可盡量避免實質受益人隱匿其真實身分。

（六）關於執法機關之責任及權限（R30、R31）

就其執法機關之責任而言，其防制洗錢之執法機關需設立於國家級策略網絡內，且於進行其偵查活動時，需同時並進地查緝前置犯罪及所伴隨之洗錢犯罪。且執法機關需設立追蹤、辨別可疑為犯罪所得資產之機制或機構。就其權限而言，執法機關可自行取得為查緝洗錢犯罪所需金融資料而無須事前通知嫌疑人，且該執法機關亦可取得該國FIU機構所持有之相關資料。
第二項   查扣犯罪所得之國際合作樣態---以司法互助為中心

一、四種國際合作樣態

首先，各國在打擊跨國性犯罪上，有其共同之利益。而為達成該共通利益，各國需承擔某程度之義務，並共同制訂一定程度之標準。其次，在國際實務現行之金融資訊調查途徑（international Avenues of financial enquiry）之國際合作，可能有四種類型：第一，是政府對政府間之司法互助：該種類型最為正式且互助範圍最廣，但由於屬政府對政府間之互助，因此重視程序標準，且所需考量政治因素甚多。第二，為警方對警方，此種方式較為簡易快速，然受制於各國警方在不同政府內之地位及權限，其互助之強度必然受限。第三，為金融資訊中心對金融資訊中心：此最明顯的例子即為艾格蒙聯盟（Egmont），由各國之金融資訊中心彼此交換金融情資，其極具效率，然其所提供情資在刑事審判上之證據能力，仍有待形成共識。第四，查扣犯罪所得專家對查扣犯罪所得專家：此即為各國從事犯罪所得查扣業務之專門人員所組成，而可對於有關查扣犯罪所得各國特殊法制或現狀予以分享，典型的例子即為CARIN，其為由各國（尤其為英語系國家）從事查扣犯罪所得之專業人員所組成。

二、司法互助（Mutual Legal Assistance） 

   其中，特別值得說明者為以政府對政府之司法互助。司法互助乃一種政府對政府間，彼此協助取得證據以供刑事調查或起訴，或協助追蹤並查扣犯罪所得之正式程序。例如：某國國民涉嫌詐欺犯罪，並且其在澳洲有開設金融帳戶且該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可作為定罪證據。則該國可先對澳洲政府為正式之司法互助請求，而請求澳洲政府協助其取得上開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若澳洲政府同意為司法互助，則澳洲政府必須依循其內國法律之相關法定程序（如向法院聲請搜索令狀並執行合法搜索程序）而取得該帳戶交易明細並轉交予請求協助國。

（一）司法互助與其他非正式國際互助之差異

司法互助與警方互助間相當不同，主要在於警方互助有其國內法上地位及權限之限制。例如：甲國偵辦謀殺案件，且發現重要目擊證人在乙國，此時甲國有兩種途徑進行：第一是採行警方互助，此時可由甲國警方請求乙國警方協助，乙國警方雖可以自由偵查之角度而搜尋到該目擊證人，然基於其內國法之權限限制，乙國不必然有強制證人到場權限，且證人在警方前之證述也不必然具有證據能力，因此警方只能在證人自願同意之前提下，由證人自行出具陳述狀，並將陳述資料交予甲國警方。很顯然地，一般而言，如此取得之證人書面陳述並無證據能力，因此也很難以此作為法院認定被告有罪之有效證據，但無論如何，警方互助至少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證人並獲得初步書面陳述以作為偵辦突破點。第二，是採司法互助，此時由甲國政府向乙國政府正式提出互助需求，若乙國同意者，乙國可在其政府權限之範圍內強制證人到場，且以各國法庭可接受為證據之方式為證人訊問，並將其證人陳述轉交予甲國政府以作為起訴及判決之依據。

究竟何時需要使用司法互助此種手段。其主要狀況有二：一為取得該重要證物需使用強制力，而可能超出各國警方或專家之固有權限範圍。例如：需使用強制力搜索以進行取證時，一般警方和專家在其內國均無此等權限，而需藉由政府依其國內既有法定程序為之。二為請求國想將該證物作為定罪之重要證據，因此該證物並需以法院能接受方式取得。而司法互助之範圍很廣，包含：證人之搜尋、文書送達、證人之詰問、取得特定文件或證物、刑事查扣、促使證人到場、搜尋並凍結犯罪所得、引渡等事項。

（二）司法互助之基本原則

而司法互助仍必須堅守以下基本原則：首先是互惠原則，亦即請求國與被請求國均有共識，即在相同情狀下，請求國將來也亦必須為被請求國進行相同之司法互助行為。其次，為內國法之限制：被請求國縱使同意為司法互助，但不因此使被請求國政府之權限逸脫其內國憲法及法律之限制，因此被請求國政府仍必須依其內國法之程序進行取證及查扣犯罪所得。再來，是被請求國及請求國間，宜存在司法互助之雙邊或多邊協定。

（三）司法互助之格式要求

而司法互助之請求，雖然各國法制有些微不同，然基本上仍具備下列要求：（一）說明本次司法互助之目的及概括說明所需協助之具體事項。（二）需由主導偵查或起訴之有權機關提出司法互助之請求。（三）本件刑事案件之犯罪事實及所違反之刑事法律。（四）本件刑事偵查或起訴之主要主題。（五）所需遵守之特別程序。（六）特別保密事項。（七）特殊時效限制。

（四）司法互助之拒絕

對於司法互助之請求，一般而言，被請求國通常具有法定拒絕事由及裁量拒絕事由。法定拒絕事由，乃指該此等事由存在時，被請求國有拒絕司法互助之義務。例如，就澳洲法制而言，法定拒絕事由包含：政治犯、戰爭犯、對特殊宗教性別種族為迫害、妨害國家主權或國家利益、該案已無罪確定或判決已執行完畢、執行該司法互助將導致某人受折磨酷刑、涉及死刑等。裁量拒絕事由，乃指在此等事由存在時，被請求國可斟酌是否拒絕司法互助，例如：就澳洲法制而言，裁量拒絕事由包含：該請求互助所欲偵辦犯罪在澳洲內國法並不構成犯罪、有侵害澳洲他案刑事偵查或起訴之可能者、危急澳洲公民個人人身安全者、司法互助需費過鉅者、由一般觀點而言此種司法互助屬不妥適者。

（五）司法互助與查扣犯罪所得

就查扣犯罪所得與司法互助而言，司法互助可提供下列之有關查扣作為之協助：第一，協助請求國在被請求國內搜尋犯罪所得，並提供相關之金融資料。第二，協助請求國在被請求國內凍結嫌犯資產。第三，被請求國在被請求國內，執行請求國司法體系所核發之執行命令以沒收犯罪所得。第四，被請求國在被請求國內，為請求國之利益，而向被請求國法院聲請對犯罪所得之凍結命令及執行沒收命令。而各國政府在境內查緝犯罪集團時，也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審判權之限制，因此，司法互助為徹底打擊犯罪集團所不可或缺之部分。

第二節 查扣犯罪所得法制面之突破---非定罪基礎沒收制度

第一項 非定罪基礎之沒收（Non-conviction Based Assets Forfeiture）

一、簡述

在美國聯邦法制，其司法沒收法制分為兩種系統。一為刑事沒收（Criminal forfeiture），此種刑事沒收係伴隨法院對特定被告之有罪判決主文一併宣告。（Imposed by court as part of sentence in a criminal case against a defendant）因此，此種刑事沒收係由法院所宣告，且必然有特定被告，又該被告需已經刑事定罪為前提。一為民事沒收（Civil forfeiture），此種民事沒收並非針對特定被告，而係針對特定與犯罪活動有關連之財產。但上開兩種沒收制度同時軍以剝奪犯罪所得及犯罪所用之工具，並填補被害人因犯罪所受損害為其共通目的。也因此有關犯罪所得財產、犯罪所用財產及與洗錢犯罪有關財產均可以適用刑事沒收或民事沒收加以處理。

二、存在價值

民事沒收之存在價值為何？總言之，非定罪基礎沒收之價值在於：當現實上對特定被告取得有罪判決係不可能或不實際時，非定罪基礎沒收提供執法人員另一個合法的嚇阻犯罪之法律手段。非定罪基礎沒收之特性在於：並非伴隨特定刑事案件、並無刑事被告、亦無以定罪判決為前提，因此其案件案號型態可能是為「 United States v.2007 BMW.750i 」，而具高度對物訴訟之特性。

不過，這並不意味民事沒收程序可以逸脫其法律訴訟之本質，因此，首先，民事沒收程序仍然要求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是以，在民事沒收程序之場合，仍須採證據裁判主義，法院仍須依證據認定該財產與犯罪之緊密關連度。另外，法院對於該財產有可能有特殊權益者，應賦予程序保障而通知其該沒收程序之存在。而財產持有者，對於該其財產遭沒收一事，亦應使其有爭訟之機會。

三、適用類型

而在美國實務上，適用民事沒收之常用場合如下：

（一）被告逃亡：當被告在發覺遭刑事調查後，隨即在起訴前即行逃逸，且在逃逸中仍透過第三人或特定方式繼續實質掌控特定資產時，政府可以考慮在被告缺席狀況下，對特定資產提出民事沒收訴訟。（二）對被告無審判權：被告並非該國居民，且該國亦無法引渡該被告，而該被告持續在境外透過第三人或特定方式掌控該資產時，政府可以考慮在被告缺席狀況下，對特定資產提出民事沒收訴訟。（三）被告死亡：在被告在起訴前或死亡者，其雖然本身可免去遭起訴或定罪。然相關犯罪所得資產沒收之刑事程序，若無對物訴訟之民事訴訟者，則極可能將移轉與其繼承人。然既有民事訴訟，縱使被告死亡，政府亦可直接對犯罪所得提出民事沒收訴訟。（四）犯罪所得業已轉讓予第三人持有：被告於完成犯罪行為並取得犯罪所得後，隨即將犯罪所得移轉與第三人。此時，因美國刑事沒收程序僅能針對被告現所有之資產為沒收，而不能對業已成為第三人所有之資產為沒收，因此無法以刑事沒收程序處理。是以，因民事沒收訴訟係對物訴訟，因此縱使該資產現由第三人持有，政府於證明該資產與犯罪活動關連性後，仍可提出民事沒收程序。不過，值得一提者，在特定善意第三人交易場合，即便政府舉證證明該資產與犯罪關連性，第三人仍可繼續保有該財產。（五）難以確認被告：由於網路的使用、化名的使用、犯罪組織的複雜化等眾多因素，使在特定犯罪之場合，無法精確確認其被告，而無法確認其被告時，民事沒收訴訟極有存在價值。（六）難以經嚴格證明程序定罪：刑事程序，需遵守嚴格證明法則，且檢察官需舉證至無合理懷疑程度始能取得被告有罪判決。然而在民事沒收場合，政府只需證明該特定資產與特定犯罪間有緊密之關連即可，無須至排除合理懷疑程度。（七）在特定狀況下，刑事定罪判決不需要：在某些案件，縱使被告有罪，然考量各重特殊情狀，不當然認為被告一個有罪被告均有起訴之必要，因此，倘若政府基於特殊考量不對被告起訴，然仍可以依民事沒收程序處理。（八）在特定狀況下，無法等待刑事起訴：有時犯罪行為確實發生，甚為明確，但是因案情繁雜等因素，政府尚須相當時間彙整相關資料以啟動刑事程序，但相關犯罪資產極可能滅失或移轉，因此政府也可以考慮先採取民事沒收制度，而先行凍結資產並沒收之。

四、分析檢討

    但民事沒收並非毫無缺點。事實上，民事沒收程序係將沒收程序與刑事定罪程序分離，這本身就可會造成一定程度之無效率。所以在沒有特殊考量之狀況下，應儘可能將刑事定罪程序與刑事沒收程序結合。另外，民事沒收程序，縱使強調程序保障等法律原則，然終究並無對特定被告之定罪判決存在，則在被告缺席之場合，是否可認為業使與該資產有相關權益者有充分表示意見機會，亦非無疑。然而，由刑事執法實務觀點而言，若無民事沒收制度，上開特殊狀況問題均將無法處理，因此民事沒收仍有其不得不存在之事實上理由。

第二項 巴布亞紐幾內亞有關非定罪基礎之沒收之實踐經驗

巴布亞紐幾內亞在2005年之犯罪所得法案（Proceeds of crime Act）中增定非定罪沒收體系，並分為扣押及沒收兩主要部分。就扣押部分，其明定被告有合理懷疑在七年內涉嫌重大犯罪，其資產即可予以凍結。又該資產若由第三人持有者，則只要有合理懷疑該資產為被告實質控制或者屬犯罪所得者，亦可予以凍結。又若該資產為被告於屬5年內所為贈與則推定屬被告有效控制。且其所謂犯罪所得，包含直接或間接、一部或全部由犯罪活動所生。也包含犯罪所得之變形物，甚至包含犯罪所得之資本利得等。就該主要適用非定罪沒收之案件來源而言，係由既有起訴之刑事案件所過濾出。而此等個案何以復採取非定罪基礎沒收？其理由有三：第一，在刑事案件本身起訴證據較為薄弱之場合，改採非定罪基礎沒收，有其不得不然之原因。第二，縱使該刑事案件已起訴，然因刑事訴訟定罪可能需漫長時間，而改採非定罪沒收可使沒收問題儘快處理。第三，若被告後卻遭定罪，則可由非定罪沒收轉換為一般沒收，非無轉寰餘地。此為該案採非定罪沒收之理由。

第三節 查扣犯罪所得技術面之精進

第一項 國際洗錢犯罪現況

就獲利型犯罪之現況，每一年洗錢的金額約在全球GDP的2%至5%P，约達美金800billion至2trillion間，然其中僅極小部分依法沒收。而現行常見之洗錢模式包含：國際合法賭場（即行為人可持非法現金前往管制密度較低之國際賭場，並先由大量人頭將大筆現金分批換兌為賭場籌碼，再將賭場籌碼予以集中後復兌領現金或支票，並要求該國際賭場出具證明其所兌領之現金或支票系當日經賭博所得，藉以取得該筆資金有正當來源之假證明。）、金融機構（行為人將不法資金，以大量人頭名義存入與其有相當默契或管制極為鬆散銀行所開立帳戶或保管箱，使行為人可自由提領運用該筆資金）、慈善機構（即行為人將不法資金分批匿名捐入行為人自己所設立並控制之特定慈善機構，行為人再藉由其對於該慈善機構之實質控制而自由運用該筆資金）、散裝現金走私（行為人將大筆不法所資金，委由據信賴關係之人頭，以化整為零方式，將現金由銀行管制嚴格國家，帶往銀行管制鬆散國家，或甚至直接持往國際賭場兌換籌碼。）、以假交易為掩飾之洗錢（即由行為人先設立商品交易公司，該公司可經營利潤極高、成本極低且市價難以客觀評估之商品買賣，如首飾、珍貴食材等。再由行為人將不法資金分批用以高價購買此類實質品質低劣商品而使公司獲取暴利，行為人即可自由運用該公司資金。）

目前何種犯罪類型，最常伴隨洗錢？最主要者，應仍屬貪污犯罪、國際毒品走私犯罪、電信詐欺犯罪、人口販運最、非法伐木罪、綁架罪等。之所以上開犯罪類型常伴隨洗錢，乃因上開類型犯罪均具有犯罪所得龐大、犯罪者仍欲於正常社會享受其犯罪所得、犯罪者個人並無足以說明其龐大犯罪所得來源之證明、該類型犯罪之進行獲利之取得必須橫跨國境等特性。就以貪污犯罪而言，因公務員本身取得不法龐大賄賂時，其通常仍繼續正常任職且想慢慢享受其犯罪所得，但因公務員收入規律而無法對其超出其個人收入生活為說明時，即相當之洗錢動機。又如電信詐欺犯罪，雖然其行為人常隱匿於開發中國家，然因其犯罪之行為地、結果地常屬跨國際，因此為有效取回詐騙所得並切斷資金流向以避免查緝，其亦有相當洗錢動機。但貪污犯罪，仍最常伴隨洗錢犯罪，因此仍應將打擊貪污犯罪，列為防制洗錢之第一要務。據統計，開發中國家，每年約有200億至400億美金之行賄官員款項，且只要每成功查扣1百萬美元，即可為400萬兒童充分注射疫苗或者為25萬個家庭提供自來水建設。且貪污政治人物越來越精於使用各種洗錢方法，且亞太地區對於政治人物貪污案件，普遍有起訴狀況低、定罪情形低、凍結金額過低、沒有直接沒收機制、無法就犯罪之全數財產為搜索扣押、無法追繳相當犯罪所得之價值等困境。然而，就法律觀點而言，行賄官員所用之行賄款項，可被理解為『犯罪工具』；而官員所收取之收賄款項，則可被理解為『犯罪所得』，此或許可作為將來對於查扣貪污犯罪賄款時之參考觀點。

第二項 地下匯兌及洗錢集團對反洗錢策略之衝擊

一、何謂「Cuckoo Smurfing」？

依據FATF於2004年所發佈之洗錢類型介紹中，「Cuckoo Smurfing」已經成為國際性洗錢重要類型之一。而其乃指國際洗錢集團利用非傳統匯兌體系（Alternative Remmitance System，簡稱ARS）進行洗錢之類型。而此類型洗錢方式，已經在大英國協及其他歐洲地區得到證實。此類型之洗錢過程說明如下：一般地下匯兌，係指非藉由體制內匯兌體系，而將匯款由甲國匯往乙國。其使用地下匯兌之動機，有可能為較低之手續費或規避行政管制，然所匯款項不必然為犯罪所得。而「Cuckoo Smurfing」之洗錢類型，是舉一例說明：某甲人在印尼，某乙人在澳洲。甲乙間存在真實之商品交易，且甲透過地下匯兌欲支付澳幣100萬元予乙。又丙為印尼大毒梟，其將毒品運輸至澳洲並交與其組織成員零售販賣，亦取得約100萬澳幣而欲匯回印尼，然因畏懼遭查緝而不敢使用一般匯兌。此時，當甲將該筆澳幣100萬元交予位於印尼之地下匯兌者後，該地下匯兌者即直接將100萬元澳幣交予人在印尼之毒梟丙而使丙取得販毒所得，另一方面，地下匯兌者即通知在澳洲之合作地下匯兌者，請丙在澳洲之組織成員直接將在澳洲之販毒所得100萬元澳幣匯入人在澳洲之乙。如此一來，丙成功取得全部販毒所得，且無須留下任何匯款資料；另外，其在澳洲販毒所得之現金也匯入不知情之正常商人帳戶中而化整為零。而就在最近，澳洲警方破獲史上最大運輸搖頭丸走私毒品集團，且相關集團首腦供稱，該集團至少以上開「Cuckoo Smurfing」之洗錢方式，將其在澳洲之販毒所得約679萬美金現金洗至印尼。所以很多澳洲不知情之正常商人最近在查閱其銀行帳戶時，發現其可能因曾使用地下匯兌，而被上開走私集團匯入上開走私毒品集團之骯髒現金，在不知情狀況下，成為洗錢結構之一部分。

二、因應對策

分析而言，此種洗錢方式使洗錢者無須留下任何個人資料予金融機構，且可全程監控款項流程而免於遭監測。但是，此種洗錢類型並非完全無破綻。事實上，當銀行可發現某些匯款相當可疑，總是在特定時期，由數個小帳戶而分批匯入特定帳戶。另外，銀行也可以要求匯款人在匯款予他人時，必須留下其個人資料，此亦可增加追蹤款項來源時之便利性。而且經過該案件後，澳洲銀行亦開始更能辨別此種洗錢類型，且有能力做出可疑交易報告。

澳洲政府於2009年10月間，採取針對地下匯兌洗錢打擊方案後，業已查扣澳幣1600萬元，並以洗錢罪起訴12人。然而，地下匯兌洗錢問題，仍然非常棘手。其至少仍有下列問題需深入解決：第一，匯兌集團、洗錢集團、犯罪集團之分工：在實務經驗而言，匯兌集團不見得與洗錢集團有謀議，而洗錢集團亦不見得對犯罪集團有密切聯繫，則欲證明上開集團間之主觀犯意聯絡，並非易事，此亦增加查緝之困難。第二，在偵辦上，在匯兌集團尚未實際將現金予以存匯時，倘若亦尚未能證明其現金來源屬特定犯罪所得，得是否確有妥當法律依據加以扣押？另澳洲政府於2010年2月20日，於其犯罪所得法案增定「unexplained wealth provisions」，明定澳洲政府只要能舉證證明被告有合理懷疑犯下某特定侵害公益或聯邦罪嫌時，則即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而必須說明其現有資產之正當來源，若其無法證明，則上開資產即可能被認定屬犯罪所得而予以沒收。

第三項 ICE與邊境查扣犯罪所得

一、ICE（HSI）簡介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簡稱DHS）由22個聯邦機構所組成，包含美國海關、美國運輸安全署、美國海岸巡防隊、聯邦緊急事務處理局、聯邦密勤局等機構，且上開機構為國土安全部所轄，但均為獨立聯邦機關。其中移民及海關執法機關（Immigration and Custom Enforcement，簡稱ICE）為最主要之犯罪調查機關，且為美國聯邦第二大犯罪調查機關。其主要任務為打擊恐怖主義份子並任何有害美國國土安全之組織犯罪；並打擊任何有害於美國合法金融、交易、旅行之跨國際犯罪組織；在美國邊境及邊境外執行聯邦海關及移民法令。為有效執行其業務，其在美國境內有265個辦公室，且在全球47國內，有71間辦公室。由於被賦予在海關及海關外執行聯邦法律，因此ICE充分利用其職權而在走私毒品、人口販運、國際洗錢等犯罪調查扮演重要角色。且在太平洋地區，ICE在澳洲、印尼、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即設置參贊官。

二、FATF第32號建議---有關邊境現金攜帶者（Cash Couriers）

FATF第32號建議，就有關邊境現金攜帶者部分，個別強調各國需建立一套旅客自動申報義務或自動揭露系統，以要求旅客需自行申報或揭露其所攜帶之現金或其他類似現金而可急速變現之物品。而且各國政府也必須確實授權其海關執法機關，對於其在邊境所發現之疑似洗錢款項、疑似資助恐怖主義款項及為依法揭露或申報款項，均有即時之凍結或查扣權限。各國並應確保海關執法機關對於攜帶上開疑似洗錢款項、疑似資助恐怖主義款項者，可為有效地、具威嚇性但合乎比例原則的處罰。另外該建議之最佳實務操作方式為：藉由充分宣傳或告知，先確保旅客均知悉其申報或揭露義務；確實執行申報或揭露義務；設定簡單易懂的出境或入境之相關適用要件；確實記錄申報資料，並經初步分析後與相關犯罪調查機關分享；採用風險基礎控管並針對特殊高嫌疑份子為之；在行政處理後，並接續有相關犯罪調查程序。

二、現金替代品與邊境洗錢

（一）現金替代品之發展現狀

現金本身具有易於存放、易於計價、易於移動、易於變價、匿名等特性，而深受洗錢犯罪者喜愛。然而，由於現金本身亦竊，且在反洗錢、反資恐行動所形成之金融管制下，來路不明之大額現金，亦可能因異常大額現金交易報告而曝光。合法之現金替代品，包預付卡（Pre-paid Card）及行動金融（Mobile Money）。概括而言，其主要之合法優勢為：在保管面上較現金安全、較之現金直接給予而言較具禮節、可控制消費、消費折扣等。

預付卡乃指一種磁條卡，且其相關價值資訊儲存於經營者所控制中央電腦主機系統，而通過磁條卡之刷卡使用，可連結中央儲存資訊系統以確認其價值；而儲值卡則指將價值資訊儲存在卡上所預先放置之電腦微晶片，而透過儲值卡之刷卡使用，可直接得知其價值。而預付卡之類型可分為下列四類：（一）Semi-loop system care：此類預付卡可使用於所有接受預付卡之商業交易系統，可用此類預付卡對所有將受預付卡消費系統為消費，而非只限定於特定公司或商店。（二）Open-loop system card：此類預付卡亦可使用於所有接受預付卡之商業交易系統，而非只限定於特定公司或商店，且其甚至具有金融卡提款功能。（三）closed-loop system card：該預付卡只能對所發行之特定公司或商店為消費。（四）semi-closed system card：此類預付卡也只能與特定發行商店或公司為消費，然其雖然只能由特定商店或公司回收，但確能在多數組合之商店或公司消費。預付卡之交易規模相當驚人，於2006年，僅僅美國所發生之Open-loop system card交易次數為321756323次，且交易金額為 130億美元；於2006年，在美國發生之closed-loop system card交易達3076546470次，其交易金額為360億美元，

行動金融乃一種以手機傳送並接收金融價值之金融服務，主要服務內容包含直接用以為商店消費之支付及金融匯款。而行動金融帳戶之開立，不限於金融機構，亦包含非金融金構（主要乃指行動通訊系統之經營機構或特定帳務支付系統經營者）。而行動金融使現行金融體系發生劇烈遊戲規則之變動，據統計，至2009年為止，約10億消費者不使用傳統金融交易體系，而乃以行動金融體系解決其相關交易需求。

（二）現金替代品與洗錢

而此類行動金融機及預付卡，雖然簡便，確有匿名、易於躲避查緝、難以全程監控、極為快速等方便洗錢之因素。分析說明如下：1. 匿名：依據2005年美國國庫有關現金替代物工作小組之評估報告指出：911之劫機集團，有關於資助恐怖主義金錢流向，由於其均使用傳統金融，並因而留下許多線索供執法人員追緝並查獲。倘若其使用行動金融等方式進行資助恐怖主義匯款行為，則幾乎不可能留下線索供追蹤查緝。在美國，非可重複儲值之預付卡系統，幾乎無購買及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且此類預付卡系統，適用簡化之KYC（Know You Customer）規則，且其銀行帳務往往均由管理公司集中處理，因此銀行或支付系統對使實際使用者幾乎無接觸管道。2.體積及重量：另外，美國司法部研究發現，在美國及墨西哥邊境查扣越成功查獲鉅額不法現金時，相對地，墨西哥毒販越來越喜歡使用購買預付卡的方式並以走私預付卡方式洗錢。很明顯地，這是因為預付卡的體積及重量顯然較現金小。以客觀數據而言，就一百萬美金而言，若兌換為百元美鈔，其重達22磅；若相對地，每張預付卡可儲存1萬美元，則只需100張預付卡即可，其重量僅約1.25磅。因此，HIS現正努力由立法面將預付卡視為現金而必須於通關時依法申報，其制訂未依法申報之相關處罰。

（三）現行管制重點

在2011年，美國金融資訊中心發佈有關預付卡機制之定義及相關規則，該規則對於預付卡洗錢之調查工作意義重大。其主要內容為：預付卡交易之參與者，並需由其中一方擔任預付卡交易之提供者（Provider）；且該提供者必須向金融資訊中心註冊，且作為相關交易之最高有效元（Most Significant Bite；MSB），並負責提供參與預付卡交易之相關資訊之接受者及管理者。上開規則，顯然課予預付交易提供者一個記錄保存（Recordkeeping）義務，且對於單日超過2000元美金之預付卡交易或其他可疑交易有通報金融資訊中心義務。另外，在2011年10月13日，美國金融資訊中心發表一個立法建議，其建議將預付卡納入銀行保密法案（Bank Secrecy Act）中之國際現金運輸報告所設定之報告標的內。HIS對此立法建議亦提出書面贊成意見。若預付卡交易亦納入此報告內，則有下列情事之預付卡交易可能被經手銀行依法報告：如該預付卡在數個無關連性城市分別大量儲值、多數不同預付卡卻登記為同一住址、同一儲值卡每日儲值約3000美元至6000美元、在美國境內儲值，卻經常於海外消費或贖回、儲值卡儲值方式均係由第三人以金融支付系統支付。例如：某委內瑞拉人，在美國佛羅里達境內之大賣場，於短短28天之內，密集購買高達55萬美元之禮物型預付卡，且上開預付卡都是以委內瑞拉銀行所發行之信用卡支付購買，且隨後上開預付卡即消費約29萬9千餘美元用以在巴拿馬購買大量公寓。另外，特別值得一提者，現在犯罪集團日趨年輕化，而年輕一代長期在網路虛擬世界互動，而網路虛擬世界也有很多難以想像的金融替代工具，當洗錢犯罪與網路虛擬世界結合為一時，具有時代鴻溝的犯罪調查機構是否還能趕上洗錢犯罪之腳步？
第四項 銀行在查扣犯罪所得業務中之角色

一、簡述

銀行機構，無疑是洗錢防制體系之第一道前線，也因此，新FATF40建議中有高達13項建議是針對銀行機構所為之。倘若沒有銀行機構真心地合作，國際防制洗錢體系必然崩潰。

因此，在新FATF第35項建議中，明確要求各國需設置一套有效的、合乎比例原則的、具威嚇性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處罰措施，用以處罰違反相關洗錢防制規定之金融機構；處罰的對象不僅僅針對銀行法人，而且必須及於其董事或資深經理人。但問題在於：何種處罰才會被認為具有效性、合乎比例原則且具威嚇性？

問題可能還是必須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為何銀行機構不願真心配合洗錢防止措施？理由可能有三點：第一，設置相關洗錢防治措施，勢必增加銀行之經營成本，而且繁瑣的程序也不利於銀行業之開展。第二，一個低密度管制的銀行，往往是洗錢者的最愛，因此不配合洗錢防制規範之銀行，反而因洗錢者之樂於使用而大發利市。第三，某些國際洗錢犯罪組織，可能直接以人身安全威脅銀行從業人員配合。

二、美國法對銀行不遵守洗錢防制規範之制裁

為符合FATF相關銀行防制洗錢要求，美國制訂銀行保密法案（Bank secrecy Act），並且在該法案中，針對惡意違反（Willful Violation）規定者，同時針對其自然人及法人，分別均處以刑事責任及民事賠償。且就其自然人之刑事責任部分，可判處達有期徒刑10年重刑，併科罰金可達1百萬美元。另外，美國復制訂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同樣地，若銀行機構惡意違反上開法案之防制洗錢規定者，其自然人可判達有期徒刑20年，併科罰金1百萬美元。另外，值得一提者，透過銀行違反上開法案而從事洗錢之洗錢款項及銀行業因以此所取得之犯罪報酬，均在上開法案之沒收標的之內。因此，截至目前為之，美國政府共起訴20件銀行機構違反上開2法案之刑事案件，且沒收及罰金額高達40億美元。而主要之違法犯行包含：未依法提出STRS、CTRS、協助客戶規避金融制裁、

未依法保持一有效率之洗錢防制計畫等。而一般所指的惡意違反者，乃指行為人在明知其依上開2法案所負義務，而仍有意地規避其義務。但也包含所謂的盲目惡意（Willful Blindness），即該金融機構，公然地、有組織性地漠視相關防制洗錢規定。

三、實例說明：

（一）案例一：

在該案中，銀行機構涉嫌未依法提出可疑洗錢交易報告。該銀行明知某販毒集團經常性以紙袋或塑膠袋攜帶大量小額紙鈔前往存款，且每次存款時均需專門櫃員處理且需運鈔車特別加以運送，未對此明顯的疑似洗錢行為為通報。嗣美國政府與該銀行達成緩起訴協議，並對該銀行機構處2160萬美元之罰金。

（二）案例二：

在該案中，銀行機構未依法對高知名政治人物之海外帳戶為通報。該金融機構認罪並繳納1600萬美元罰款。

（三）案例三：

在該案中，銀行機構涉嫌未設立有效性洗錢防制機制，因該銀行明知某墨西哥集團涉有高度販毒洗錢可能，且同業均開始終止與該集團交易，其竟仍刻意擴張其之交易規模。嗣美國政府對該銀行為緩起訴，並沒收1億1000萬美元

（四）案例四：

該案中，金融機構涉嫌協助遭美國經濟制裁之國家（如：伊朗、利比亞、蘇丹）躲避經濟制裁。嗣經美國政府為緩起訴並沒收約5億3600萬美元。

四、起訴銀行與否之政策考量

無庸置疑地，起訴一家銀行乃相當困難，且將造成一系列的國家政策問題。首先，金融機構本有其傳統且嚴格的金融監理機制，而在何種情狀下，使國家必須捨棄金融監理機制，而改以刑事偵查程序制裁？起訴銀行時，就竟處罰的重點在於法人本身，還是法人背後的實際營運者？在刑事偵查剛剛啟動時，面對如此龐大數量之金融機構，應鎖定何種類型優先啟動偵查？總結而言，決定是否起訴一個金融機構時，可能會考慮下列因素：（一）違反犯行之類型及嚴重性。（二）對於此種違法行為，該行內部是否有嚴重的內部人瀆職問題。（三）對於此種違法行為，該行是否已有多次前科。（四）該行在接受調查時，是否有及時並主動地將違法行為予以揭露並充分配合調查。（五）該行先前執行防制洗錢計畫之成效。（六）該行有無準備事後補救措施。（七）適度評估起訴該行所生之副作用。（八）評估起訴實際經營之自然人是否已足以達成政策目的。（九）評估該行所提出補救措施是否足以達成政策目的。

第四章 菲律賓政府追討馬可仕資產之實務經驗

第一節 歷史背景

馬可仕於1965當選為菲律賓第一位民選總統，且接續統治菲律賓長達21年，並在1971年宣布軍事戒嚴令，且被指控於1983年主導刺殺艾奎諾參議員。其後，在1986年由號稱人民力量之大規模群眾運動所廢黜，並隨即流亡海外，並於1989年過世。據信，僅僅馬可仕家族所持有資產，僅僅珠寶一項，即極為驚人。而馬可仕家族累積不法所得之方式極為多元，包含：控制壟斷性產業、收受回扣、使用空殼公司為有組織洗錢、直接侵佔國家資產、侵佔國際援助款項、侵奪私人產業、以總統命令圖私人利益等。 

第二節 查扣專責機構

鑑於馬可仕所掠取資產極為龐大，然其掠奪方式並非全屬直接犯罪所得，而部分屬利用其權勢而蓄積，因此如何查扣馬可仕自菲律賓所掠奪資產，成為菲律賓政府之難題。在各種方案併陳後，菲律賓政府仍採決定採取以法律途徑取回經馬可仕掠奪之菲律賓人民資產。菲律賓政府簽署第一號執行令及第二號執行令，其中第一號執行令授權PCGG（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Good Government，簡稱PCGG）其職權內容以追討不法所得；第二號執行令則明確定義所謂不法所得之內涵，並對不法取得資產予以扣押。基於第一號執行令及第二執行令之授權，PCGG負責接管或扣押所有馬可仕所實質控制之資產，並就追討及扣押資產一事，有優先於各地法院之管轄權。

試舉一例說明馬可仕涉及洗錢犯罪之例：據稱，其主要洗錢手法係將日本對菲律賓戰後賠款過程中取得不法回扣，並將該筆回扣隱藏於海外帳戶。其過程為：先由代收回扣之掮客前往香港，將該筆回扣全數轉為現金並存入香港銀行分行，再將該筆款項匯入巴哈馬銀行並用以購買美國國債，再轉存入在由馬可仕所實質控制之瑞士銀行帳戶（以在列支登斯敦，以人頭名義所設立之公司名義所開立之帳戶，然該公司為馬可仕所實質掌控）

第三節 美國境內查扣成果

而菲律賓政府在海外追討馬可仕不法所有之行動，遍佈美國、瑞士、巴拿馬、歐洲、日本、香港等地，其中包含分別1988年、1996年、2001年，分別尋求澳洲、美國、香港為司法互助。其中又以在美國、若是較具成果。就在美國境內之查扣犯罪所得而言，於1986年，菲律賓政府對馬可仕家族在紐約曼哈坦島上之豪宅不動產提出禁制令聲請並獲紐約地區法院裁准。菲律賓政府並進一步試圖以對馬可仕之重要家族成員即馬可仕家族成員違反組織犯罪法案（RICO）為由以沒收其資產。然而，至1991年，法院對於馬可仕家族違犯組織犯罪法案之訴訟宣告無罪，菲律賓政府選擇就資產查扣一事與馬可仕家族和解。菲律賓政府之所以同意與馬可仕家族和解，出於幾個原因：第一，事實上，許多相同類似之資產查扣訴訟在菲律賓懸而未決。第二，在美國相關機關之普遍性看法認為此類案件應於菲律賓法院自行訴訟解決。第三，上開馬可仕家族涉及違反組織犯罪法案案件遭宣告無罪，產生普遍性地失望。第四，在美國司法體系下，難以精確界定資產及犯罪之關連。第五，在美國境內難以找到友性證人。第六，難以負荷之鉅額的訴訟費用和律師費。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者，除了菲律賓政府以查扣犯罪所得之角度積極查扣馬可仕家族資產外，菲律賓人權受害團體也以基本權受侵害為由，向在美國境內對馬可仕家族提出損害賠償之集團訴訟（Class Action），且令人耳目一新者，美國夏威夷地區法院於1994年判決馬可仕家族需賠償19億6400元美金，且於1996年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院駁回相關上訴。至此，菲律賓政府與上開集團訴訟間，就馬可仕資產查扣部分，形成競爭關係。

據信，馬可仕家族在美國資產，約6億至15億美元之間，目前估計查扣資產約5000萬美元，然相關支出費用約1290萬元美金，然截至目前為止，尚有確認資產權益歸屬訴訟在紐約法院進行中。

第四節 瑞士境內查扣成果

有關瑞士境內之資產查扣，其開始於1986年3月，瑞士政府為回應菲律賓政府之請求，在無前例可循之狀況下，凍結馬可仕家族在瑞士銀行帳戶。且1986年4月由菲律賓政府提出正式司法互助請求。在1990年時，瑞士聯邦法院指示，在符合四大條件下，相關馬可仕瑞士銀行帳戶可被公開並將款項匯回予菲律賓政府。其條件為：第一，菲律賓政府必須於1年內，正式在菲律賓法院內對馬可仕家族提出有關查扣資產之訴訟。第二，該訴訟之終局判決需對馬可仕家族不利。第三，被訴馬可仕家族成員被賦予正當程序保障。第四，被告馬可仕家族有應享有與在瑞士及歐盟普遍認可程度內之基本權保障。其後，1991年PCGG向菲律賓法院對馬可仕家族提出資產查扣訴訟；雖然其間有號稱馬可仕家族之債權人另聲請扣押命令，但瑞士聯邦法院於1993年裁定強調菲律賓政府之犯罪所得查扣之請求優先於馬可仕家族其他債權人之請求。1995年，菲律賓政府再向瑞士政府提出新司法互助請求，商請瑞士政府將馬可仕家族存放於瑞士銀行之款項匯回菲律賓政府所管理帳戶以等候菲律賓法院最終沒收判決之執行。同年，瑞士政府同意司法互助，並將設定附帶條件下，由瑞士法院法官依法將馬可仕家族存款匯回菲律賓政府所管控之金融帳戶。及至2003年，菲律賓最高法院為宣告沒收資產判決，而沒收約6億5800萬美元資產。

據信，馬可仕家族在瑞士約有10億美元資產，且其中已查扣約6億7800萬美元。共花費8百80萬美元訴訟相關費用。特別值得一提者，菲律賓政府為成功查扣上開犯罪所得資產，已同意瑞士政府將所沒收之犯罪所得部分作為馬可仕執政期間人權受侵害者之賠償款項。

第五節 分析檢討

至2004年為止，陸續將自瑞士境內不查扣之法資產約達6億5700萬美元匯入菲律賓國庫。由1992至2000年為止，在美國境內所查扣之犯罪所得而轉形之不動產，價值達5000萬美元。在2006年，復藉由出售所查扣之某電信公司股款而作得款6億4000萬美元。復加上其他種類數量不一之查扣案件，總計迄今，業已達到22億美元之資產查扣金額。另外，菲律賓最高法院近期將San Migue公司約24﹪股票（市價約18億美金）移轉予菲律賓政府，因此在2012年底，預估總查扣資產金額達40億美金。

雖然查扣結果豐碩，然過程中許多需檢討之處，例如：缺乏國際合作網絡、境外查扣法律訴訟耗時且耗費鉅資、在訴訟舉證上困難重重、司法互助之請求國本身法院對案件之拖延、司法互助協助國本身內國法之法律限制。而且無可諱言地，追討馬可仕資產之途徑，初期確實有依賴與馬可仕同黨或密友提出部分情資，但若當時有充分的FIU體系之及時互助，相信可以更主動積極且全面性地追討馬可仕資產。

第三章  本屆會議互動討論

就我代表團報告部分，則在首日各與會國自我介紹時，即先由楊主任婉莉以流暢自然英語進行成員單位介紹。另於研討時段，則由林檢察官宗志事先準備我國近一年來有關犯罪所得沒收及洗錢制度進展概要書面資料，並委由柯主任宜汾以穩健精確英語進行約15分鐘之口頭報告。另因部內近年大力推行查扣犯罪所得業務，一方面於台北、台中、高雄設立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小組，並同時推行偵查即時拍賣扣押物制度且制訂相關拍賣注意要點，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即依上開注意要點而即時拍賣詐騙集團案件所扣押車輛，著有成效。上開我國有關查扣犯罪所得之大步進展，相當程度係受本次會議第二屆會議相關議題之啟發，為向世界傳達我國近年來對推展查扣犯罪所得之決心及努力，並適時向本會議主辦機構表達感謝之意，遂由楊主任檢察官、柯主任檢察官、林檢察官共同決定由謝檢察官在柯主任檢察官報告完畢後，以英語口頭向大會致謝並展示事前準備之上開查扣物拍賣流程照片以供與會成員觀覽。報告完畢後，會議承辦人員即主動向我代表團成員表示「This is the best way to get thanks!」等語，復公開表示建議下一年度會議，各會員國可自願報告該國就前一年度會議重要問題之處理現狀。

第4章 我方代表團參訪行程 

我代表團員為求進一步了解印尼有關洗錢防制及打擊貪瀆之體系內涵，遂於會議進行中，由楊主任婉莉主動聯繫印尼肅貪委員會（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印尼文為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簡稱KPK）國際合作組組長Giri Suprapdiono來訪，該組長隨即於會議結束前，與其同仁前來會場接待團員前往KPK拜會，由其處長出面接待，並復由組長與其組員與我們團員交換有關兩國肅貪機制資訊及向外國請求司法互助之經驗。印尼肅貪委員會成立於2003年8年底，截至參訪時為止，已經起訴50名印尼國會議員。印尼總計500多名議員，起訴已經約達10分之1，除此外曾起訴過部會首長、省長、中央銀行行長、縣市長、大使及司法官等，所起訴案件之定罪率為百分之百。該委員會為印尼反貪污法之主要執行機機，由五名委員組成，其中1人為主席，其餘4人為副主席，另設5名顧問。委員會下設犯罪預防、犯罪追訴、資訊、內控及總務五個事務部門，犯罪追訴部門再分為初步調查、偵查與起訴五個部門，有自己的調查員團隊及檢察官團隊，執行強制處分、各階段偵查、提起公訴、請求司法互助及追索被告不法所得等法定職權。其與印尼檢察總署及警察機關之關係，為既監督又合作之關係。另因KPK績效卓著，當代表團成員詢問其相關政治壓力如何處理時，其組長及組員均表示該委員會乃為人民而服務，並非為特定政黨或個人服務。且為確保全國人民充分得知KPK存在價值及具體貢獻，KPK極為重視其媒體公關部門，務求確保人民不被貪污政客或有特定立場媒體所誤導。又該媒體公關部門成員均主要來自於媒體界，薪水也較原媒體業高，此點與我國行政機關一般作法大不相同，值得注意。又該委員會並經其委員指派檢察官駐委員會主導偵查及起訴，是以尚得承受政治壓力。
第五章  我國查扣犯罪所得機制之新展望（代結論）

第一節  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團隊之建立

查扣犯罪所得之相關業務，在立法例上，最為特別者，乃類似菲律賓成立專責機關且僅負責專責查扣犯罪所得事務，並享有相關查扣犯罪所得之優先管轄權及獨立預算及人員編制；且事實上，此類專責機關之查扣成效亦相當驚人。惟基於各國國情不同，且犯罪所得查扣業務屬偵查業務之核心，在我國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之前提下，似無成立另獨立查扣機關之必要。不過，為由基本面提振檢察體系查扣犯罪所得之決心及動機，勢必需於檢察體系內設計獨立查扣犯罪所得專責機制，始為正辦。現我國業已於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立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小組，實已具專責團隊之雛形，為我國檢察體系健全查扣犯罪所得機制之一大步。在既有上開專責機制之下，應再依下列精進方向努力：

第一項 專責小組檢察官業務之專一化：

現行專責小組檢察官，除辦理協助查扣業務外，尚須辦理一般刑事案件且並未無減分案件；上開設計乃專責機制尚在試辦階段，有關其專責檢察官是否另分一般刑案等議題尚未達成具體共識使然。惟基於人性考量及專責檢察官個人資源分配，仍宜往專責檢察官不另分一般刑事案件之方向規劃為宜。又為避免對各地地檢署衝擊過大，可以考慮將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小組與檢肅黑金小組成員儘量同一化，一方面各地檢肅黑金小組本即不分一般刑事案件，且其所負責重大貪瀆或經濟犯罪案件，本即為查扣犯罪所得之重點來源。

第二項 專責小組檢察官與本案承辦檢察官之分工

現行專責小組檢察官，僅負責查扣犯罪所得之事務性及幕僚性協助，然有關查扣強制處分仍係由本案承辦檢察官個人決定並負責，此同樣係因上開設計乃專責機制尚在試辦階段，有關分工問題尚未達成具體共識使然。然為求充分發揮專責小組之功能，宜盡量將查扣犯罪所得相關業務移轉由專責檢察官實質辦理。理想之合作模式應為：本案承辦檢察官於接獲情資案件之初，即簽請專責小組檢察官協同辦案，並由本案承辦檢察官負責偵查本案，由專責小組檢察官負責進行金融資訊調查，並至少釐清可疑犯罪資產流向。基於協同辦案模式之前提，隨時會議並交換情資，並共同決定偵查節奏之進行，且於相關強制處分及起訴書共同具名。如此一來，藉由專責小組檢察官之協助，本案承辦檢察官可專心進行本案偵查，且亦可由專責檢察官所傳回之資產流向情資而更清楚犯罪輪廓；另藉由與本案承辦檢察官隨時聯繫，查扣小組檢察官亦可更了解其所鎖定之資產與整體犯罪之關連性。

第三項  專責團隊宜強化犯罪調查人員角色

在現行查扣專責小組，除檢察官外，本有配屬財經專長之檢察事務官為主要犯罪調查人員。然將專責小組與我國洗錢防制體系其他重要機關接軌。詳言之，既然檢察體系業已成立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團隊，則自應居於我國查扣犯罪所得體系之樞紐，因必需與國內其他有關防制洗錢之機關機構連結，並對主導查扣犯罪所得業務之進行。

第2節  非定罪型資產沒收法制之建立

我國刑事沒收，屬從刑之一種，原則上自需與主刑一併宣告之；刑事沒收，需以被告經刑事定罪為前提。而有下列例外：（一）被告經起訴，雖確認有違法事實存在，然因被告有免刑事由並經法院為免刑判決者，法院仍得就犯罪所得及犯罪所用且屬被告所有者，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2項）。（二）被告未經起訴，然該物屬違禁物者，檢察官仍得單獨聲請沒收，法院仍得對此違禁物單獨宣告沒收。（三）被告承認有犯罪事實，然經檢察官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者，檢察官仍得就犯罪所得及犯罪所用屬被告者，單獨聲請沒收，並由法院單獨宣告沒收。

而綜觀我國沒收法制，至少存在兩個值得改進的空間：第一，現行法制，對於犯罪事實事證明確，但被告死亡、逃亡、無責任能力之場合，竟無單獨沒收其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用工具之司法途徑，此為顯然需改進之處。第二，我國沒收法制，除違禁物之場合外，仍強調以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予以確認後，始有刑事沒收適用空間。因此，對於犯罪事實不明確或無法通過嚴格證明之刑事案件被告，其所持有大量來路不明資產，亦無單獨沒收之機制。

    關於被告死亡、逃亡、無責任能力之場合，宜設置單獨宣告沒收制度一事，法務部查扣犯罪所得法令研修工作小組業已就此部分提出刑法修正初稿，其修法方向甚為正確。然就犯罪事實不明確或舉證無法通過嚴格證明之刑事案件被告所持有大量來路不明資產，則尚無具體處理機制，尚待進一步研析。其實，若國內無法全盤接受非定罪沒收之對物訴訟性格，至少應修法將沒收之舉證責任與主刑定罪之舉證責任分離。亦即，在沒收之場合，檢察官舉證責任改採優勢證據標準即可，而無須採超越合理懷疑之標準。此點修正在我國至為重要，因我國跨國電信詐騙集團至為猖獗，且其經查獲後，其具體犯罪事實及被害人均難以特定，然往往同時查獲被告持有與其身份顯不相當之鉅額資產。惟實務上，縱使法院明知被告根本無正常收入以購買此等豪宅、名車，然法院仍往往要求檢察官舉證證明該資產為電信詐欺犯罪所得（甚至要求檢察官舉證具體說明被告以何年何月所為詐騙所得所購買），其結果，被告未被定罪，當然無從沒收；然被告縱使被定罪，法院亦經常以難以證明該資產與犯罪之關連性而未宣告沒收。若對沒收之舉證責任採優勢證據標準，必直接有助於打擊兩岸電信詐欺集團之發展。總之，勿將僅僅涉及財產權之沒收制度，僅因其屬犯罪相關，即全盤適用刑法上之各種嚴格要求，否則刑事沒收制度總將難以發揮重大實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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